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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利玛窦不是第一位进入中国大陆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却是第一批入华耶稣会土中最具历史影响
力的杰出人物。
距1610年5月其病逝北京，已经四百年了，中外学界研究利玛窦之兴味依旧不减，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
。
　　利玛窦的足迹，由南海之滨而越五岭、驻江右、下江南、过山东，而入明京、叩帝阍⋯⋯从1582
年8月其初抵澳门，至1601年初终于获得明廷特许入京并居留，所谓自边缘至中心，在大明帝国活动
了27年9个月，先后创建过耶稣会住院4所，受洗的中国基督徒逾2000名，结交的士绅显贵达数百人。
虽说这以前基督徒曾两度入华，但通称天主教的罗马公教从此在中国生根，累经明末清初多次“教难
”而没有绝种，那不能不首先归功于或归咎于利玛窦。
　　然而利玛窦留下的历史遗产，在中外文化交往史上突显的效应，远过于他对基督教入华的影响。
就跨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不论中外学界关于利玛窦其人其学的价值判断有多大分歧，大都承认由历
史所昭示的两点事实：他用中文撰述的论著和译作，使中国人开始接触文艺复兴及其后之欧洲文明；
他用西文记叙中国印象和在华经历的书信、回忆录，以及用拉丁文翻译的《四书》，也使欧洲人得以
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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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利玛窦，意大利传教士，1552年生于马切拉塔，1610年于北京去世。
四百年后，从文艺复兴巨匠的油画、精工织就的挂毯、版本珍贵的《圣经》到精密的天文仪器、精美
的乐器、丝绒和刺绣服装，乃至当年的文房珍玩、陶瓷书画，重睹利氏文稿和其制作的寰宇地图，我
们会理解，明末传教士之“行旅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心灵意义上的行旅。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利玛窦行旅中国记>>

作者简介

利玛窦，意大利传教士，1552年生于马切拉塔，1610年于北京去世。

    四百年后，从文艺复兴巨匠的油画、精工织就的挂毯、版本珍贵的《圣经》到精密的天文仪器、精
美的乐器、丝绒和刺绣服装，乃至当年的文房珍玩、陶瓷书画，重睹利氏文稿和其制作的寰宇地图，
我们会理解，明末传教士之“行旅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心灵意义上的行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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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利玛窦在中国故乡测量太阳坤舆万国天朝传教之路对话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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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看来利玛窦很满意南昌的人文环境，不止一次地写道：“我感到此地真是值得致力传教的好地方
”；“假使我能在南昌建立一座会院，我相信在这里一年的收获，将超过我十四年在广东所有的总和
”。
　　不过，正因为利玛窦对“儒教”仅知皮相，既不清楚王学与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缘饰的朱子学之区
别，也不懂得王学诸派共同具有的宽容异教异学的心态来自学必为己的信念。
他们看西学同样各有各的主观尺度，虽不整体排拒，但只是分而取用，所以来访士人川流不息，“来
听教会道理的，说实话真不太多”。
在1596年6月，南昌住院建成后，情形也没有真正改变。
以致一年过去后，利玛窦不得不向密友承认要在南昌使中国人“灵魂得救”同样不易，甚至哀叹“辛
苦很久，而效果等于零”。
　　16世纪末，王学在明帝国可谓如日中天。
尤其是从长江中下游到东南沿海，作为帝国的财源、文官的产地，文明程度令利玛窦由衷赞叹，这些
都是王学诸派活跃一时的舞台。
应该说利玛窦很幸运，碰上了绝好的契机，其由帝国的边缘向腹地北移的历程，蹈百年王学由前驱到
教主自南至北拓殖之迹。
因此，虽貌似孤军深入，却终能在这些空间替耶稣会士开辟几个落脚点，得到王门有关人士的同情和
奥援是成功的关键。
　　但历史同样表明，幸与不幸总是如影随形。
利玛窦从来没有忘记他来华的使命。
他在华活动愈久，打入社会上层愈深，修会内外寄予的成功希望愈高，因传教目的未达所激起的失败
感也更加剧。
　　“不必先问我们给多少人付了洗，在十四、五年之间，领冼的不会超过百位，而且传教士还费了
不少心血方有这些微的成果。
”这话说于1596年10月。
那时利玛窦已知，单是明廷登记在册的“纳税的成年人”便达5855万，总人口至少有这数字的3倍，这
就是说，他和他的同伴用了14年“劝化”的中国基督徒，仅占帝国居民总数不到一百五十万分之一！
　　数量固然不等于质量，即便成效可怜也不能抹煞利玛窦在帝国上层社会不断增长的博学名声，可
是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手段愈引人注目，也就愈发突显远大理想的遥不可及。
所以，利玛窦之慨叹“效果等于零”，便是承认到那时为止传教是失败的，失败就是失败，不承认也
不行。
　　面对失败，利玛窦绝望过，也曾被劝告打退堂鼓。
他的助手黄明沙，后来“殉教”的一位华人青年修士，就曾劝他改赴日本，以为“归化中国”没有希
望。
利玛窦既靠信仰克服了绝望，当然拒不考虑放弃在华传教。
不过这些经历也使他变得更加务实，特别在几个问题上思虑更周到。
　　第一是坚持与儒者的认同。
这本是离粤前他已获范礼安准行的方针，即不再恪守沙勿略在日本制定的成规，非但从外表上与佛教
僧倡划清界线，而且在言行上力求向世俗士人靠拢。
通过在南昌同章本清及其书院学人的频繁交往，他愈发相信这样做的必要性。
　　第二是重定自己的使命。
初到南昌对“归化”千万中国人的过度预想幻灭之后，利玛窦给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主要是为此
伟大的事业做奠基工作”。
以后他在南京致密友的信里，甚至否认自己在华传教是“播种”，“而是筚路蓝缕、胼手胝足、驱逐
猛兽、拔除毒草的开荒的工人而已”。
　　第三是采取“慢慢来”的缓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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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由于在南昌，他个人大出锋头而付洗信徒甚少的矛盾现象招致修会的误解，利玛窦被迫一再解释
他的策略何以着重一个“慢”字。
他说最大顾虑在于中国人普遍疑忌外国人，朝廷或官员尤其“对所有外国人十分敏感”。
“中国与其他地方民族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是聪慧的民族，喜爱文艺，不喜战争，富有天才，目前对
他们固有的宗教或迷信等，较以往更持怀疑的态度。
因此我以为在很短的时间，可以归化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但只因为我们很少和他们交往，而且他们不喜欢外国人，百姓怕洋人，皇帝更畏惧外国人，这后者专
制好似暴君，因为他们的祖先用武力从别人手中把皇位夺来，每天担心会被别人抢走。
假如我们聚集许多教友在一起祈祷开会，将会引起朝廷或官吏的猜忌。
因此为安全计，应慢慢来，逐渐同中国社会交往，消除他们对我们的疑心，而后再说大批归化之事。
”　　第四是传教手段需要更新。
聚众宣讲福音，是基督教传统的布道手段。
众所周知，中世纪中国列朝统治者都怕民间宗教，怕的不是它们的教义，而是它们的首领以宗教为纽
带聚众酝酿抗官乃至造反。
利玛窦善辩，却不主张在华采用宣讲为主的布道手段，“因为外国人在大明帝国无不遭受猜疑，尤其
是我们传教士。
他们以为我们智慧超人一等，精神与能力皆能成就大事，因此我们一举一动必须谨小慎微，不敢造次
。
”怎么办呢？
由南昌的经验，他认为赢得人心的最佳手段有二：一是用中文著书，“自古以来，中国就重视书写，
比较不重视讲说能力”；一是“交谈方式较布道方式更有效”，效应就是既便于传教又不惹麻烦，“
我们不能聚集很多人给他们布道，也不能声明我们来这里是为传扬天主教，只能慢慢地、个别地布道
”。
　　第五是必须想方设法要求皇帝准许“自由传教”。
利玛窦在南昌更感到这样做的急迫性。
理由也颇有趣，原来除了范礼安的敦促，还出于他对帝国体制的观察。
他发现，“这个帝国由一位皇帝统治，父死子继，其余一切与其说是帝国，不如说是共和国”。
他的参照系，当然不是后来才有的所谓主权在民的近代共和国，更非他毫无概念的西周“共和”，甚
至也不像是指古代罗马共和国或雅典民主制，而应指柏拉图式的“理想国”。
皇帝虽然不是哲学家，然而尊崇“中国哲学之王”孔子，也不容许帝国家族享有政治权利。
“帝国的管理权全在文官手中，他们都由最小的阶层开始”，定期根据工作表现升降或被惩办；帝国
也“重文轻武”，武官由文官手中领取薪饷，“这样一方掌握金银，一方掌握军队，把权利分开，叛
乱也就不会发生了”。
如此等等，不都像柏拉图预构的图景么？
既然只有皇帝一人统治，其他人仅分等级，但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而且皇帝本人也要按照古老的伦
理规范行事，不都像是一个“共和国”么？
利玛窦不由得表示倾倒：“在管理、政治与秩序等方面，中国的确超过其他民族。
”　　人们知道，当金尼阁（NicolasTrigault）把利玛窦的札记手稿进行改编而在欧洲发表以后，曾经
引起多大的轰动和争论，以致18世纪孟德斯鸠为了判断中华帝国到底像不像一个“共和国”，或者竟
属专制制度的一个典范，在《论法的精神》中出现那么多的自相矛盾。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利玛窦的初衷，在彼不在此。
就是说，他所以要向修会人士描述明帝国体制，并非出于论政考史的学术兴趣，而是为了证明他对沙
勿略的远东传教策略作出的修正，合乎罗耀拉有关传教策略应该因地制宜的遗训。
利玛窦巳遵从耶稣会规定，发过初愿和终身愿，而两度誓愿都重在服从，因此，利玛窦本人虽达到以
上认识，但要使修会当局认可，仍颇费力气。
这就是今存利玛窦写给罗马总会的报告和有关会友的函件较南昌3年数量为多的一个缘故。
　　倘若注意到利玛窦正是在南昌期间，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团会督，那就可知他结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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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实际状况，得出的“在中国传教怎么办”的那些认识，至少博得了耶稣会远东教区总管的赞同。
利玛窦很重视这一点，由他晚年在华传教时札记中特置的一章——“中国在利玛窦指导下成为独立传
教区”可证。
而他的“独立发展”，便始于南昌，盛于南京，终于北京。
　　从利玛窦晋升会督到撒手人寰，总共13年。
如果说，利玛窦在华传教的策略与方法形成过“中国特色”，那就在这13年间。
　　然而，此前利玛窦的传教活动呢？
要看讨论的角度。
从传教的路线与基本方法来看，大体是沿袭沙勿略创于日本的那一套，而由罗明坚略予改造。
利玛窦的长处，除了坚韧不拔，便是娴于汉语，擅于辞令，并且具有在欧洲或在印度学会的制图及修
造仪表等技艺。
这样多能，令其自始便成为入华耶稣会士中之佼佼者，却并非决策者。
因而涉及大计，起初都听命于澳门神学院神长和住院院长兼传教团会督。
　　就传教方式而言，目前没有材料可证，利玛窦在入华的前十多年是否违背过以往陈规，例如聚众
布道、散发宣传教义教规和“信经”的宗教印刷品等。
那期间他们走上层路线，重在结交官府，目的是借助权力庇护以取得立足点，而并非已经领悟到“归
化”士大夫乃在这个帝国传播基督教的关键。
反证便是在粤十多年，他们劝化的基督徒都属于下层民众，他们与当地生员乡绅的关系一直紧张乃至
敌对，他们对不少官员进行培养而没有劝化过他们入教。
　　因此，自肇庆、韶州到初次北上碰壁，被迫由南京折返南昌，那期间利玛窦由迭次失利的经验悟
出既往方式的弊病。
　　但认识有个过程，将认识付诸实践同样有个过程。
利玛窦在韶州受到瞿太素的启发，顿悟以往见官必跪，恭顺备至，却总被帝国官员轻视，原来毛病出
在装束模仿佛教僧倡，而和尚的地位在中国远比在日本卑微。
相反，按帝国传统，读书人一旦通过考试进入县学做生员，身份就顿时改变，升格为儒士，登上“仕
”的初阶。
既然士的身份是由教育程度决定的，那么耶稣会土无例外地都受过高等教育，晋铎之前又曾通过多科
考试和德行考验，怎不可等同于帝国功名呢？
　　问题是帝国的士有三个等级，不同等级的衣冠制式颜色都有区别，利玛窦认同于哪个等级？
他没有明文交代，但看他信件的描述，以及留下的画像，可知他头上所戴的四方平定巾，属于当时“
儒士生员监生”的冠制，而长袍的颜色，据他说近似紫近黑，当属明代规定只有进士才可穿着的绯袍
。
冠服搭配委实不伦不类，但也许故意如此设计，以彰显他们是与中士有别的“西儒”。
　　利玛窦的初衷，无非要通过“易服色”，取得士绅的同等礼遇，例如出入公门较自由，拜访官员
不用跪着讲话等等。
他固然如愿以偿，从此在华耶稣会士得以跻身士林。
然而由此带来的其他效应或为他始料不及。
　　传教士在欧洲也是“僧倡”，来华后脱去黑袍、披上袈裟，虽有混同佛僧之嫌，但还是出家人，
宣扬宗教是其本业。
一旦脱去袈裟，改穿儒服，在中国人看来便意味着还俗。
尤其因为中国传统向来看重名实关系，儒士好佛尚被讥为“佞”。
服色同于有功名的世俗儒士，再要公然传播宗教，并且是巳被当时中国社会遗忘已久的域外之教，用
传统眼光来看，非但属于不务正业，还大有秘密结社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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